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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研究

以政治为教育
———从“革命的北大”说到“党义教育”

程天君

［摘　 要］　 自清末国门被开至民国年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救亡图存之困境，

“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思潮并行疯长，遂使 １９—２０ 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成为

“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置身其中的学校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其政治教育，甚至连学校

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堪称“以政治为教育”。在“必须充当”与“主动担当”这对结构与行

动的二重奏中，诞生了“革命的北大”。国民党执政后亦在全国各级学校普遍实行党义教育，政治教育

奉行党的主义，以党治国、治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以党为前提。国民党这种寄望巩固其永久一党专

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已然落空，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

［关键词］　 社会转型；革命；政治教育；革命的北大；党义教育

一、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

自 １８４０ 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西洋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世界列强大举侵略和瓜分

中国，中国进入了被当时的权臣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在中日甲

午战争中的惨败———曾经的“老师”败给了“学生”———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堪称“中国历史亘古未

有的奇耻大辱”，极大刺伤了中国，促进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的觉醒”①，正是这次“屈辱性的失败”，

“才使中国人意识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②，“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

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③，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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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这一可称之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序幕。然而，在如下三个因素———第

一，在外力压迫的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改革的滞后引起的积重难返，尤其是清末新政改革所必要的权

威在庚子事变后已经流失，使此后任何深入的改革都无法通过现有的权威来获得整合；第二，到了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人民一旦陷入全民性的危机感，在危机心态下的激进改革必然是大幅度的，饥

不择食、慌不择路、“狗急跳墙”的，而不是有条不紊的；第三，在危亡情急之中，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

行之有效的、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与西方长期经验中形成的政治模式，作为直接仿效的对象———的共

同作用下，中国清末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后果，却是旧的权威整合方式失效，新的立宪多元决策模式

与议会主义模式同样也因缺乏产生功效的条件而失败，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断

裂”的北洋政府时期；而这又导致了中国 ２０ 世纪前期的三大困境，即政治无序化、上层建筑与政治精

英的腐败化、失范型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三重困境正是“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的温

床。①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如列宁所言，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

去还不够；还必须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②

于是，中国人民的热血沸腾了、革命激情燃烧了。“革命”，可以说成了 ２０ 世纪的主题：从中国近

代早期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到 １９０１—１９１９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到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统治全国及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及

长征、抗日战争及国共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直至改

革开放时期被称为“也是一种革命”的“改革”，乃至进入 ２１ 世纪初年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深化

综合改革”，观乎 １９—２０ 世纪、特别是 ２０ 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谓之“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

实不为过。华裔美籍政治学家者邹谠（Ｔｓｏｕ Ｔａｎｇ）就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

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③。美国革命问题研究著名学者詹隼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判言：“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

本”④，弗兰克则径直以“中国革命的世纪”为题著书立说⑤；而李泽厚 １９９５ 年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

命》也从反面说明了“革命”主题之强劲。总之，中国的“２０ 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

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

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⑥。

身处“革命国度革命世纪”之中的学校，其教育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政治教育，甚至

连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抑或径直以“政治为教育”。教师和学生在革命大潮中，时而充当

弄潮儿，时而是革命的手段，时而也不乏作为革命的对象。

二、“革命的北大”

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场旨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即洋务

运动拉开了序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经洋务派领袖恭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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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的倡始，１８６２ 年洋务派在北京创办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附设

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馆最初是召集 １０ 名 １３、１４ 岁的八旗子弟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后来外语课程

扩展到法、俄、德、日等语种，进而又创设了讲授自然科学的算学馆，学生人数在 １８７３ 年达到 １２０ 名左

右。除了洋务运动，晚清还有一个自救动作，即戊戌变法。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

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１８９８ 年 ７ 月 ３ 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

堂。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１９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同

年，创办于 １８６２ 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于 １９１２ 年改为北京

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大

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

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①

这段出自北京大学网站主页的“北大简介”，在明示北大在革命年代的先锋作用的同时，也暗含北大

（京师大学堂）的几多辛酸和曾经的“被迫”革命。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对大学堂给予

充分的投入。直至 １９２０ 年代的北京大学，也“未能拥有一个可以顺利输送自己培养的人才的共和

国。不仅如此，在军阀混战的情形下，教育经费经常被盗用为军费或者军阀的私人开支，甚至连教员

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如数支付。这样，大学为了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就十分渴望共和国体制的建立，

并且‘必须充当’作为建立共和国之实践活动的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校园里，在城市中心

地区拥有这种大学的文化城北京，文化致力于革命，而革命也当然呈现出文化的面貌”②。

“必须充当”革命运动之中坚力量的北大，背后的布景是从“皇都”而“文化城”的北京以及彼刻国内、国

际的时局。据藤井省三的研究，五四运动肇始的 １９１９年，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已有国立学校 １９所，私立学

校 ６所，学生人数多达 １３０００，占全国专业学校学生总数的 ４０％以上，北京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生城。在

１９２２年，北京城内的人口总数是九十一万三千，在各学校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人数 １９１３年是 ７８１人，到 １９２２

年增加至约 ２３００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１９１９年前后，当时中国共有教会大学 １４所，在校学生总数为 ２０１７

名。就是说，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就超出了整个中国教会系统大学的学生总数。由此，清末之前

一直作为“皇都“而存在的北京在民国时期作为“文化城”复兴的时候，变法派为了清朝的君主立宪制而构

想出来的京师大学堂成了“资本”，旧王朝的政治遗产成了新共和国建设的心脏，而作为新鲜血液流入这颗

心脏的，是以上海附近各省为主的地域养育的年轻的归国者教授队伍与年轻学生———应当说发源于上海

的欧化潮流淹没了北京？还是应当说古都北京通过对上海力量的吸收而完成了自我更新？———就在藤井

省三煞有介事地自问自答之际，在文化以“革命”为指归的北京城，１９１９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一政治事

件。③ 在此尤不该忽视的，是五四革命运动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的综合性刊物《新青年》，１９１７年随着主编陈独秀赴任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其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了北

京。该刊主要作者有鲁迅、胡适、周作人以及倡导马列主义的李大钊等北京知识分子，其中北大教授占大多

数。由清末的西式教育制度以及面向日本、欧美的留学派遣制度培养出来的 ３０岁左右的年轻知识分子，汇

集于新文化根据地的北京大学，通过杂志媒体，辛勤地致力于对更年轻的一代的启蒙教育。《新青年》通过

对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和对儒教意识形态的批判，提倡全面欧化，实行文学革命。作为每期厚达三百页左右

的大型综合性刊物，鼎盛期发行量曾高达一万六千册。而据考证，构成《新青年》主要读者层的是北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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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中大约超过一万名来自地方的学生以及为该刊撰稿的少壮派教授们，居住在被称作“四合院”的房子

里，或者居住在被称作“会馆”的以省、县为单位建造的同乡人用的集会场所兼宿舍的地方。《新青年》是以

“四合院共同体”为基本读者层的杂志，可以想象，它实际拥有的读者数量曾经是其印数的数倍乃至十数

倍，就是说，在四合院中，同室或者邻室而居的学生即使面前没有书本，由于听到别人的朗读———在“五四”

时期，“吟”（朗读）这一阅读习惯依然在某些读者那里得以保留———因而阅读活动成为共同行为的可能性

也是存在的。而且，阅读活动的质量由于通过共同体内部的对话活动，也许达到了相当均一化的程度。①

由此，是“文化城”的北京、“文化革命根据地”的北大、北大的学生在“五四”中率先走上街头而领“革命”之

风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北大积极投身革命也并非完全被迫与被动，而是其本身也不乏自由与自主———用社会学

的术语，这叫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行动（ａｇｅｎｃｙ）的关联与互动———这与被称为“教育救国先行者武装反

清一翰林”的蔡元培的率先垂范及其治校方针大有关联。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

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委任状，于次年 １ 月 ４ 日赴任北大校长，开始

对大学进行大胆的改革，“仿世界各国大学之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倡导新文化运

动，倡议组织各种学术和社会团体，使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中心。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第

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连续举行三天的讲演大会，蔡元培登台发表了公理战胜

强权，正义战胜邪恶的演说；“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

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的结果”②。蔡元培引领的北大改革，带来了广大师生“觉悟”的

提高，使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基地”。终于，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４ 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炸开了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这里拉开了大幕；以至五四运动发生

后不久便造访中国的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对蔡元培曾有过这样惊人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

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

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

恐怕找不到第二个。”③蔡元培从全国召集了一批从日本、欧美归来的年轻人才，任命其为北大教授，

在军阀混战的不安定政治情形下，他力倡学术自由，保护、支持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文化运动，成为民

国时期大学校长“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的典型”④。进入 １９２０ 年代，围绕中国统一和国民国家建

设的方法问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演化为国民党派、共产党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三大政治势力⑤。

北大这种思想自由，积极参与政治、投身革命———当然始终伴随着政治、革命对其自身的角逐与

裹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有研究表明，即便在抗战时期，大学校园也既是国共较量的

重要舞台，又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

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

学党部中，号称战时“民主的堡垒”的西南联大区党部却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联

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

“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起先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

织不生关系”的纯粹学者，后来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并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的“坚贞党

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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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战时的其他大学，如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之间围绕“教师入党、学生入

团”等问题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①

这种大学、教育的政治化，意味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真问题———这就是党政、政教关系。此一问

题自诞生以来持续发热，于今为甚。

在西南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

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这种公开地以党治

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②。至于其时大学中党对行政的控制，与今日大学相比，则是小巫见大

巫了。据王奇生的详细考证，针对大学党部刚刚筹设时，教育界“有了学校党务，也许会影响学校行政”

这样的担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于 １９４１年 ３月出台了国民党中央对大学党部与学校当局关系之唯

一法规：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姚从吾接

任联大党部书记后甚至对“列席”的兴趣都不大，让本已是校务会议正式成员的教务长周炳琳、文学院院

长冯友兰代为列席，故“列席”者，不过名义和形式罢了。但在其他大学，区党部与学校当局的关系，并非

都如西南联大一样相安无事。比如西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党政关系十分紧张：中山大学区党部如同

一个衙门，书记、总干事、干事、股长等职员共有八人，办事人员多为学生党员，而且皆受实薪。由于经费

开支大，中央组织部所拨经费远远不足。区党部要求学校予以补助，还要求学校分派秘书、事务员与工

役，供区党部驱使。对于学校事务，区党部提出：“学校一切会议，须请书记列席”；“凡地方军政长官送来

学校之密件，有关于思想行为或逮捕者，须通知区党部”。区党部还要求下属各区分部留意学校之兴革

事宜，汇集送来区党部，由区党部择其可行者，交学校当局采纳。中大区党部的做法，明显有干涉学校行

政之嫌。学校当局难免对区党部的“不合理”要求加以抵制。区党部反过来指责学校当局干涉党务，并

攻击校长“倒行逆施”、“寡义无信”。而当时武汉大学区党部的情形———一个大学区党部，每月百余元

经费，自然无法运作———则可能更具有普遍性。③ 冯友兰也坦承，“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

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

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

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④。

三、“党义教育”

由北大推开说来，民国期间，在大学、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政治化、革命化的背景下，政治教

育就更难脱离政治化、革命化、政党化的逻辑，“党化教育”便是其突出表现。

党化教育与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密不可分。有感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与国民党

的重挫，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故“吾

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能有成功的希望”；⑤而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革命未

成功，学生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竟未成之功……确定革命主旨，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

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⑥。孙中山强调，“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

０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奇生：《战士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冯友兰：《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蔡仲德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３２１页。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２ ２６８页。
冯友兰：《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第 ３２１ ３２２页。
《孙中山全集》（第 ９ 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０３ 页。
《孙中山全集》（第 ８ 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１３ １１９ 页。



官”，而“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是用本

党的主义治国”；为此，他还亲自多次为党、政、军、教各界人员发表演说，认为“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

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① 在这

种背景下，１９２６ 年 ３ 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规定“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

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②。是年 ５ 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

会通过的《党化教育决议案》提出：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学校增设政治训育部，施

行政治训育，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全由中国国民党党部介绍训育人员；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高级小

学以上学校加授政治教育、社会科学及三民主义；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

中心。③ 此后，党化教育思想进一步推行：１９２７ 年 ５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正

式发出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④，８ 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

草案》；次年 ２ 月，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颁行《小学暂行条例》，增设三民主义科。

以党治国及其党化教育推行以来就遭受质疑。民国的党化教育，乃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其时

“不堪想象”之政治局面的一个主要因素和组成部分。民国学者欧阳慧真在 １９４９ 年就此反思道：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政治局面，弄成到如此其不堪想象的情态，内在与客观的因素，固然

不像我们只凭个人直觉想象那样单纯。但政治教育不健全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民党中有若干人士，似乎知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在全国教育各方面，乃渗进了若干他们自己认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念。他们的根本企

图，是在巩固他们永久一党专政的地位。于是，他们统制思想，永使他们所钦定的思想定于一

尊，绝不容许其他任何思想的存在。国民党学上了意大利与苏联，以党治国，家家所有一切大小

事情，先党而后国。既然认为党重于国，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则以党为前提。政治教育的基本

理论，即是党的主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只知有党，不知道有国；一切政治行为，先私于党，而

公不及于国。如此教育的结果，最大的坏处，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质言之，此是党的政治教育，

绝不是国家的政治教育。⑤

上文虽是严厉批判中国政治教育的政党化、政治化的严重问题，但其行文宏旨连同其标题本身，

也极具革命倾向和政治色彩。事实上，刊载该文的杂志广州版《再生》以及北平版《再生》均为国民党

主义旗下的刊物，本身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主义旗帜。北平版《再生》杂志，有着“自立、自主”的

“积极”思想。始创于民国 ３７ 年的广州版《再生》杂志则偏重于宣传“民主与宪政”，正如其在创刊号

里开宗明义：“我们办这刊物，有两个目的，一是发扬民主政治的精神，一是促进宪政之实施。”⑥欧阳

慧真论述“中国政治教育”的论文，连同刊载其论文的刊物广州版《再生》，本身就是一种试图超越

（彼种）政治的（此种）政治行为。中国其时的教育也并非全是政党意识而毫无欧阳慧真所倡导的国

家意识，一如《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一书的作者李书磊所言，中国的新式学校一

开始就同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实体紧密相连。１９０５ 年废科举、兴学堂就是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指导

下对于中国危机形势的一种因应，新式学校本身就是国家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而在以后的几十年

间，中国的学校不仅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国家机器而存在，而且还以其鲜明的符号系统———如统一

的校服、肃穆的校园、严谨的校礼、激昂的校歌———成为国家意志和形象的展现。从民国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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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国家意识与教育的国家性质真可谓一以贯之。① 无论是欧阳慧真所言的教育政党化、李书

磊所论的教育国家化，抑或是打着国家旗号的政党化教育，实际都不脱教育的政治化。

其实，在民国时期，教育政治化、教育政党化如此之甚，以至其时有学者说，“彼倡导教育独立运

动者或否定教育政治化者殆昧于历史之素质及客观之事实，……至若因政潮之波动而引起教育上之

流弊，不能据以否定教育政治化之铁一般的事实”②。有人甚至主张，教育政治化实乃教育政党化，

“政党化”教育与“政治化”教育不能区别：“政党化便是政治化，非政党化的教育，我根本不承认是政

治化，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政治化没有许多的方式，唯一的方式是党化教育，换言之，党化教育便是政

治化教育，其他抽象的空洞的方式，不配称为政治化教育”③；党化教育特指“革命的”党化教育：“在

现在革命潮流高涨的社会中，我们不需要军国民教育，更不需要资本化的实利教育，我们所需要的所

应提倡的就是党化教育———这个党化教育不是一般机会主义者来骗人的党化教育，而是革命的党化

教育”④。当笔者以“党化教育”为“题名”，对“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匹配检索时发

现，１９２６ 至 １９４９ 年间，共有 １２０ 篇“党化教育”的规程、论文或报道。因 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

决议“嗣后凡采用党化教育名词者，应一律改为党义教育，以资统一，而正观听……”⑤，遂以“党义教

育”为题目进行同样的检索则可发现，共有 １８８ 篇“党义教育”的规程、论文或报道。其中，既有关于

党化教育实施章程与实录的详细记载，也有聚焦党化教育蕴含与意义的理论探讨，还有针对党化教

育实践问题与方法的具体分析，当然更不乏对党化教育危机与批判的声音。这里撷录一例备考：

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华民国，就叫作三民主义的国家。所谓“以党建国”“以党

治国”乃指以党义来建国治国，（党义包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但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不过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方法。———原

注）为达到这个目的计，因有党化教育之设施。

党化教育，在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开始到民国十六年（即 １９２７ 年———笔者注）统

一全国而普遍实行，其实施方法，可能列举的：一为公立学校，每周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讲演总

理遗教；二为各级学校，增设党义一课，现在大学仍设党义课程，中小学则融合于公民课程中；三

为各级学校训育主任党义教师或公民教师须以党员充任；四为一切教科书要经过中央党部及教

育部审查，不得违背三民主义，始准出版刊行。⑥

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国民党以党治国背景下的党化教育，特别是其党化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中央

训练部直接介入，是政治权力越界控制的教育文本；从形式到内容，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

义”，构建“唯一正确”的政治文化标准；从编制到教学，立足于“民族国家”，规训“党治下公民”的“知”与

“行”；党化教科书将“三民主义”设定为一种终极价值，强力引导儿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激

发儿童的意义信仰，以期形成政治依附人格，其实质是封建专制的臣民政治心理延伸与发展。⑦

倘若再进一步拓宽视野，基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百年史溯至其千年史来看“政治教育”问题，也

正如有学者所论，“春秋以降，列国兵争，学制渐紊。教育之实，移属师儒。自私学虽张，官教渐驰。官失

其教，士隘其学。政与教悖，教以政移。国失其政，政离其教，教非其学。虽以汉唐之盛，欲求政教相剂

之效，已非二帝三王政治之淳。其下者愈失教化德治之宗。所谓政治，来自干戈；所谓教育，任在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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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足以言教育政治，且不足以言政治教育，直可目为无教育之政治而已”。① 所见略同者亦言道，

“吾华立国五千年，人民之真享福者，惟有夏商周三代。盖三代之养民，无一夫之失所，三代之教民，无人

不被其泽；是以人心厚，风俗醇。长治久安而不乱，亦不过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耳。春秋以来，王息

而霸兴，争夺之态复萌，礼让之意渐薄。孔子患大乱将至，删订六经以垂后世，谆谆以三代之王道望时

君，千言万语，始终不出教养二字，对鲁哀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对齐景公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无教育之政治、以政治为教育抑或“教养”问题，在中国 ２０ 世纪首场大革命

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未解决，以致其时就有如下质疑与论断：“今日政治为德治乎，为法治乎；以政治

为教育乎，抑以教育造政治乎。此实中国教育污隆政治得失国家盛衰之先决问题也”；“今日而欲中国国

家之盛必修明政治。欲政治修明，必振兴教育，欲振兴教育，必以教育造政治，而不能以政治为教育。以

政治为教育，则教育随政治而移。以教育造政治，则政治因教育而定”③。抚今追昔，国民党执政后，这

种试图巩固其永久一党专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早已付之东流并尘埃落定，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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